
墙、伪多边主义等政策，甚至推动隐形的新冷战，企图破坏中国的发展环境，打

断中国的发展进程，阻止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在提

供理论解释和实践方案等方面做出贡献，这是检验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自主

性的一个重要标准。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区域国别学的相互促进

翟东升


一　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其学科名称就可以看出来，是一门横跨政治学和经济学

这两大一级学科的交叉学科；用经济学的方法和概念来解释政治现象，或者用政

治学的视角来解读经济现象，都可纳入其中。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它被少数中国

学者从美国国际关系学科引进到中国以来，这门学科在中国仅三十多年的历史，

因此算是比较年轻的小众学科，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学科序列中，属于政治学一级

学科下国际政治的一个分支。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国内就存在

其 “近亲”学科：政治经济学；后者也是舶来品，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苏联援华

学者们手把手教的。这两者之间在知识范式、核心概念、主要议题、分析框架和

蕴含的价值观上，都存在一定的共性和相当大的差异。好在两者各自分布在不同

的学院和一级学科中，学术成果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故此多数时候泾渭分明、

相安无事。

三十多年来，在宋新宁、王正毅、张宇燕等一批先驱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

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得到了稳步的发展。随着从美欧名校获得博士学位的一批

学者回国任教，以及国内本土博士生的陆续毕业，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队伍近

年不断壮大，研究重心也从早期对美国知名学者著作的译介，转向对一系列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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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的独立探索和自主创新，比如围绕全球贸易、货币金融、对外直接投资、气

候、能源、全球治理与全球化等议题，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纷纷开设了课

程，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时代性的

局限：例如，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又引领国际学界的话语权问题，在这些

问题上，必须承认我们这些青壮年学者们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好。我们的学术创

新，主要还是在相对边缘的地方做一些修补和发展，而不是范式性的、系统性的

创新。正因如此，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界，中国学者的著作、观点鲜有被美欧同行

做引述、译介或批判的；而国内学者之间，尽管开会研讨时气氛融洽，长幼有

序，但是在各自发表的论文中，相互引述的频率远低于对英文文献的引用。换言

之，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离 “世界一流”的长期发展目标还有不小差距。

二　区域国别学的建设力量与发展趋势

区域国别学这个新的交叉一级学科的设立，与国家和时代的需要有密切的关

系。随着中国快速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带一路”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建设需要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提供相应的自主知识体系和专业人才。但是在很长

一段时间，外交系统向美、欧、日、澳等发达国家派出外交官时，能够找到足够

多的人选，但是向更广大的南方国家派遣外交官时却没有多少合适的人选。无论

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对外交往，往往需要古人所说的 “重译”，也就是先把中文翻

译成英文或者法文，然后再从英文、法文翻译到本土语言，其中的沟通效率损失

很大，深度交流的门槛非常高。当然，专精各类小语种的毕业生不是没有，但是

他们通常缺乏政治学、经济学、国际法、历史学、社会学等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

能。由于同样的原因，中文世界中严重缺乏关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知识和深度

理解，许多信息都是从英语世界或者法语文献中转译过来，反映的往往是美欧的

关注点和价值观偏好，而非中国自身的视角与利益，更不是对象国的实际国情。

因此，有一批老大使多年来一直在呼吁要培养一批能直接用各国本土语言与世界

各民族、各阶层深入交流，并且具备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专业知识的跨学科

人才。

经济学上讲需求牵引供给。时代对区域国别的知识和人才提出了明确的需

求，供给侧也随之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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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学建设，目前的参与方有几股不同来源的学术力量。一是外语类院

校和各大学的外国语学院，因为他们原本就有相关的子学科。如今随着技术进

步，外国语言学更是面临不小的生存发展压力。有人认为，人工智能翻译软件的

技术迭代进步，对教授级的语言专家的影响也许还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对外语专

业学生的能力应用场景和职业就业空间正在形成巨大冲击。所以他们在非常积极

地推动区域国别学的建设，以此为外语院校和外语系找到新的学科增长点。

另外就是各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和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

治，原本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国际问题研究一般来讲由四部分构

成：理论、历史、区域和议题研究，但做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自觉在国际关系学

科中的地位相对边缘。如今，由于学科目录的调整，区域国别学成了交叉一级学

科，学科的 “辈分”跳升两格，从事亚、非、拉、俄等地区研究的学者对此感

到非常兴奋。当然，除国际关系学科之外，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不

少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个新交叉一级学科对于其传统学科发展转型的重大意义。

总之，区域国别学这个交叉一级学科的设立，如同太平洋里发现了一个新大

陆，相关各方都想及时占领并展示其存在感。由于有上述几股学术力量的合流与

竞争，其功能上又积极回应了国家和时代的需求，所以形成了一个供需两旺的局

面，推动着区域国别学的快速展开。

三　国际政治经济学为区域国别学贡献的知识和方法

正如多位外国语学院的领导所坦承的那样，语言学学者要转型成区域国别学

专家的难度不小，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的原有知识储备通常并不包含政治学、经

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学术训练；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目标国的方方面面，

他们在长期的语言与文化学习中有很多了解，但是他们却缺乏把这些信息串联起

来形成系统性解释、分析和判断的理论工具和知识基础。在较小程度上，从事区

域国别历史研究的学者也有此困境。

国际政治经济学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为区域国别学的提升提供助力，一是全

球政治经济的解释框架；二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知识积累。

以笔者自己的研究体悟为例，在全球层面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已经能

够为学习者提供远不止一套系统性的理论解释框架，包括基于中心—外围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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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变形，基于商品、资本、人员、信息等各类要素流动及其定价机制的体系，基

于技术进步和货币体系变迁所导致的国际竞争策略演进，等等。在全球政治经济体

系视角的观照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命运总是不断地受到世界市场和世界政治经济

思潮的冲击和型塑，鲜有闭关自守而能独善其身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我们可

以借助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方法，看到文化、历史、制度、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都

大相径庭的国家之间，其实不仅存在着许多相似的问题，犯着类似的错误，面临着

差不多的发展瓶颈，而且最终也会服从同样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当我们将具有

一定可比性的若干国家放在一起进行多维度跨学科的比较时，专精于一国一地的学

者们就会意识到他所研究的那个国家其实没有学术小圈子里原本认为的那么特殊。

套用金融学的术语，全球政治经济的系统视角，讨论的是国家命运的 “贝塔值”，

也就是全球的系统性风险和结构性因素，它可以为区域国别学者提供一个关于世界

政治经济运行的宏大地图，以及该国参与国际体系分工和博弈的方位感与坐标系，

让该国所经受的外部冲击变得可解释乃至部分地可预测；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和方法，讨论的则是一国命运的 “阿尔法值”，也就是个体的特质、优势与缺陷，

从而让一国内部的许多独特性也在智识上变得有迹可循。

总之，国际政治经济学理应成为区域国别学的知识谱系和研究方法工具箱的

主要供应商。区域国别学的发展，离不开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全球和比较层面上提

供的知识积累和理论指导。

四　区域国别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反哺：
案例、数据与问题意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社会科学的大发展离不开两个因素的合力：一是实

证主义和计量研究方法的崛起，二是大量美国青年知识分子跟随和平队等项目而

系统地考察和研究全球外围地区，从而形成发展经济学、比较政治学等一系列学

术增长点。今天，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恐怕也离不开中国中青年

社会科学学者对全球外围地区的全面、深入、自主的考察和研究。而在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的时代，中国对全球各国各地区的研究，将具备比一甲子前美国同行们

更强大的智能武器装备。

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源自美国同行的探索，常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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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和比较，以及较为初级水平的计量方法。但是由于研究对象背后因素的复杂

性和易变性，靠数量有限的几个案例的比较，或者靠某些口径下的统计和回归，

是很难揭示这个世界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背后的各种机理的。不仅如此，目

前几乎所有的研究设计都是基于学者个人对某种可能机理的猜想，而人脑对巨量

数据和事实的把握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容易受到各种流行意识形态偏见的左

右。因此，以全球各地区各国的海量数据为基础，借助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技

术赋能，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能够用人工智能手段识别出我们此前无法想

象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和动态纠缠，而扎实的区域国别调研将是中国学界引

领的这一社会科学知识大爆炸时代到来的必要准备工作。春耕犁地犁得越是透，

秋收的回报越是丰厚。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越是充分，那么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

学将越有底气挑战美国的同行和曾经的老师们。

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基于我们新构建的大数

据和新具备的人工智能手段，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将有机会构建出独树一帜

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并以此超越美国同行们的智识成就。

国际数字政治经济学：现实基础与研究路向


徐秀军


　　当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５Ｇ、区块链和人工

智能等新兴技术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演进也由此进入

数字时代。与以往的技术创新不同，数字技术应用更加广泛，不仅实现了整个产

业链的渗透，还对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数字技术日益广泛应

用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政治

经济学研究也随之面临新的变革，并催生了国际数字政治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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